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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海洋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海洋秩序从权力竞争的无序状态发展为以规则和机制为

中心阶段后的产物。 与此同时，作为海洋秩序的重要内容，海洋治理体系的架构也反映了秩序

的权力与规则的安排结构。 当前，国际和南海地区海洋秩序深度调整，海洋治理也随之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 中国与东盟国家应抓住当前南海海洋秩序调整的机遇，通过完善规则与规范、建
立区域海洋治理合作机制网络，建立起基于规则的南海海洋治理体系。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

与东盟国家一道牢牢抓住主导权，并扮演与自身国力和地区影响力相匹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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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从全球治理概念加以延伸，来界定此一概念。 全球治理是指：面对跨国全球性问题，国家通过一系列机制、政策、规范、程序和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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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洋治理（ｇｌｏｂ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是

全球治理（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的理论和实践在海

洋领域的具体运用，指的是主权国家、国际政府

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等行为主

体，为了应对共同危机或追求共同利益，通过具

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包
括：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规范（ｎｏｒｍｓ）、规则（ｒｕｌｅｓ）

和制度（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①及主体间协商、谈判、互
动与合作来解决全球性的海洋问题，比如海盗、
海洋环境、气候变化、海上恐怖主义、海洋自然

灾害等，以此维护海洋政治经济秩序稳定。②诚

如国内外学术界一致认为的，海洋是国家获取

权力的重要来源，因此全球海洋治理虽是各行

为体基于自愿的原则，为应对共同的挑战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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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共同的利益而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但其背

后仍是大国围绕权力、规则和话语权的国际海

洋秩序主导权的竞争，本质上仍是一种国际政

治博弈。① 从这一维度看，全球海洋治理事实上

是伴随着海洋秩序的不断演变而产生、发展，而
国际海洋秩序的调整也将给全球海洋治理的理

论发展和实践进程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当今世界，海洋治理方兴未艾，但随着海洋

秩序深度调整和演变，主权国家间围绕全球海

洋治理的矛盾和分歧也日益凸显。 一方面，以
美国为代表的传统海洋强国试图继续掌控议程

设置、规则制定和资源分配等方面的压倒性优

势，同时部分国家渐趋逃避海洋治理责任，不愿

继续承担海洋治理的成本；另一方面，新兴海洋

国家日益提升的海洋治理需求与能力迫切需要

突破旧秩序的桎梏，希望构建更为有效和公平

的资源分配和行为规则。②

南海海洋治理是地区海洋秩序的重要组成

部分。 受领土主权和海域划界争议、地缘政治博

弈、国家发展与海洋保护间的矛盾等因素影响，
南海海洋治理长期停滞不前，海盗和海上武装抢

劫事件依然是南海航道安全的主要威胁，生物资

源衰竭、海洋生态环境破坏、自然灾害等地区性

问题日益严峻。③ 如何抓住新旧海洋秩序转换

的机遇，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规范和机

制，合理分配海洋资源，构建南海海洋治理体

系，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
本文将把海洋治理置于海洋秩序演变的历

史大框架、大背景之下，重点探讨如何从区域海

洋秩序转型的视角，构建新的南海海洋治理体

系。 具体可分为三方面问题：海洋秩序演变与

海洋治理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历程之间的内在联

系、南海海洋秩序演变的历史经纬、探索如何建

立新的南海海洋治理体系。

一、从海洋秩序到全球海洋治理

国际海洋秩序与全球性海洋问题都是伴随

着始于 １５ 世纪末的全球化浪潮的推进而产生、
发展。 但全球海洋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却是海洋

秩序从权力竞争的无序状态发展为以规则和机

制为中心阶段后的产物，与此同时作为海洋秩

序的重要内容，海洋治理体系的架构也反映了

秩序的权力与规则安排的制度结构。

１．１　 海洋秩序的要义与演变

海洋秩序是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权力分布、规则体系、话
语建构。 赫德利·布尔（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雷蒙·
阿隆 （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Ａｒｏｎ）、亨利·基辛格 （ 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等英美传统主流国际关系学者普遍认

为，国际秩序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权力有规

则的安排④。 但话语建构是国家传播自身海洋

文化和价值观、塑造软实力的主要方式，在国际

秩序的形成中扮演着与制海权（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 ｓｅａ
ｐｏｗｅｒ）一样重要的作用，不容忽视。⑤ 海洋秩序

是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包括三个方面

的要素：权力分布、规则体系、话语建构，反映了

各国对海洋资源开发、海洋治理、航道控制等海

上事务影响力大小排列、规则安排和话语权分

配。 按照权力、规则与话语体系三条主线划分，
现代国际体系框架下海洋秩序的发展大致可分

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前，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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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制海权优势争夺占据了海洋秩序发展的主

线。① 海洋作为重要的航运通道，曾是荷兰、葡
萄牙、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等殖民帝国掠夺海外

资源、拓展海上贸易的“生命线”，因而各海上强

国奉行的是“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
的海权观念，都试图通过绝对的海上力量优势

来控制关键海域和水道以维持海上商业通道的

利益，保持对海上事务的主导权。
第二阶段：进入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来，随着

海洋法规则体系的逐步完善，海洋秩序发展进

入了以机制建设为主的时期。 早在 １７ 世纪，国
际社会就开始探讨建立海洋规则体系以规范主

权国家的海上行为从而避免海上冲突的发生。
比如荷兰著名的国际法学者胡果·格劳秀斯

（Ｈｕｇｏ Ｇｒｏｔｉｕｓ）在《海洋自由论》中主张公海自

由原则等。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统海洋强

国开始通过规则来巩固自身海洋权力优势、追求

制度性权力（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以维持海洋秩

序的稳定。 在此背景下，规范海上行为的海洋规

则和制度逐渐形成体系。 特别是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关于大陆架底土和海床

自然资源政策的公告》，第一次对领海之外的大

陆架及其自然资源提出权利主张。③ 历经 ２４ 年

三轮磋商通过的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使得海洋制度、规则的建设

达到了巅峰，也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全面系

统的行动框架。④ 《公约》内容涵盖了领海、毗连

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制度、专属经济

区、大陆架、岛屿制度、闭海或半闭海、内陆国出

入海洋的权利和过境自由、海洋环境保护和保

全、海洋科学研究、争端的解决等方方面面，规定

了沿海国可以建立自己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并享有相应的主权、主权权利和

管辖权。 发展至今，国际体系内已经形成一套规

范主权国家海上权利和义务的原则、规范、规则

和制度，为海洋秩序从无政府状态的权力竞争发

展为以规则安排为核心内容创造了条件。
第三阶段：进入 ２１ 世纪后，主要海洋强国

越来越注重构建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软实力，
涉海话语体系的建构成为新时期海洋秩序发展

的新特征。 基辛格认为，国际秩序描绘了一个

地区或一种文明对他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

正安排和实力分布的本质所持的理念。 换言

之，即自觉遵守规则和维持均势，认同现有权力

安排和规则体系的合法性。⑤ 足够的话语阐释

是连接权力和规则安排同合法性之间的桥梁，也
是获取、维持和巩固海洋秩序主导地位的必要条

件。 特别是在现代国际体系之中，主权国家愈来

愈重视信誉和形象，话语包装日益成为发挥海洋

秩序主导优势的重要手段。 因此，主权国家为巩

固和强化在国际海洋事务中的影响力，试图通过

将自身意识形态、海洋与战略文化、政治价值观

念融入其中，掌控涉海事务话语建构的主导地

位，引导国际社会认同现有海洋规则和海上权力

安排，从而维持并扩大海洋秩序主导权。 特别是

随着国际社会日益强调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
主权国家间围绕话语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已
成为国际海洋秩序变革的重要内容。 譬如，美国

通过航行自由的话语包装，就很好地掩饰了其针

对他国海上抵近侦察和情报搜集、维护海洋秩序

主导权的真实意图。
综上所述，二战之后，国家间围绕制海权优

势的无序竞争开始向规则制定和话语权构建转

变，并逐渐建立起集海上权力、规则和话语权于

一体的“有序”安排。 海洋秩序转型的背后是全

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和国际秩序持续演变的驱

动。 一方面，全球化过程中，国家间日益紧密的

经济联系和不断加强的交流合作，制定规则以

推动有序开发使用海洋、开展海洋治理以解决

７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可参考：Ａｌｆｒｅｄ Ｔｈａｙｅｒ Ｍａｈａ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ａ Ｐｏｗｅｒ
ｕｐ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６６０－１７８３， Ｒｅａｄ Ｂｏｏｋｓ Ｌｔｄ．， ２０１３；［英］保罗·肯尼

迪著，沈志雄译：《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１８９０—１９９０ 年的美国

海军》，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美］乔治·贝尔著，吴征宇

译：《美国海权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
Ｗ．Ｅ．巴特勒：“格劳秀斯与海洋法”，载［英］赫德利·布

尔、贝内迪克特·金斯伯里、亚当·罗伯茨主编，石斌译：《格劳秀

斯与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７６－１７８ 页。
吴少杰、董大亮：“１９４５ 年美国《杜鲁门公告》探析”，《太

平洋学报》，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期。
［英］杰弗里·蒂尔著，师小芹译：《２１ 世纪海权指南（第

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３９２－３９４ 页。
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５， 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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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面临的问题等日益成为需要。 另一方面，
二战后国际机制建设的浪潮也推动了海洋规则

体系的构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全球治理的

理论假设强调“去国家中心”的分析方法，①但正

如美国战略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言，从过去 ５００
年的历史经验看，国际体系仍然处于无政府状

态，也没有什么比利己的民族国家具有更大的

权威。② 主权国家仍然是海洋秩序的中心，也是

全球海洋治理的主要行为体。

１．２　 从海洋秩序到海洋治理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原则与

规范的不断完善结束了海洋权力争夺所导致的

无序状态，建立起“基于规则”的海洋新秩序，同
时也开启了全球海洋治理的进程。③ 具体而言，
海洋秩序从三个方面建构了全球海洋治理

体系。
（１）国际海洋规则、规范和制度体系使得海

洋治理成为可能，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机制框架。
规则与制度是海洋治理的核心要素。 制定和执

行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的规则是全球海洋治理

的要义所在。④ 依托海洋秩序业已建立的协调

制度、法律规则和原则规范，全球海洋治理逐步

建立起了符合自身特点的机制体系。
一是利用现有海洋事务专门对话协商机

构，推动海洋治理谈判。 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各

类国际组织为主权国家开展全球海洋治理对话

磋商与合作搭建了平台。 目前，海洋治理对话

机制主要包括政府间磋商机制和非政府磋商机

制。 政府间的海洋治理磋商机制如：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ＩＯＣ）、国际海事

组织（ ＩＭＯ）、国际海底管理局（ ＩＳＡ）及 ２０１７ 年

召开的首届联合国海洋大会等专业机构和对话

平台；非政府组织包括全球海洋委员会等。 业

已建立的诸多对话与合作机制为全球海洋治理

磋商搭建了常态化的一轨和二轨平台，同时也

给海洋治理倡议的落实创造了机制性动力。 通

过这些机制化的对话平台，各国就全球海洋治

理进行了定期、不定期的磋商，从而推动海洋治

理实践。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联合国 １９３ 个会员国在

纽约总部召开首届海洋大会，就海洋生态保护、
可持续渔业等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展开了探讨。

二是在业已达成的海洋规则和规范框架

下，不断完善海洋治理法律制度，构建全球海洋

治理规则体系。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来，为推动有

序、永续开发利用海洋，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

旨在规范各国海上行为的规则和原则。 比如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序言中明确指

出，“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以便利国际交

通和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海洋资源的公平而

有效地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以及研究、保
护和保全海洋环境”。 因此，依据这些规则和规

范，针对日益严峻的海上安全威胁、资源衰竭、
生态环境破坏、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海洋问题，各
国通过国际组织、地区合作等方式制定了一系

列的治理协定、公约和机制，如：《南极公约》、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针对北极治理的《斯匹次

卑尔根群岛条约》、《北极海空搜救合作协定》、
《北极海洋油污预防与反应合作协定》、《加强北

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 众多的法律和

政治性文件既是全球海洋治理从理论到现实的

重要实践，同时也为海洋治理自身构建了一套

行为规则、规范和制度。 特别是在国际体系缺

少权威性机构的无政府状态之下，不断完善的

公约、协定、声明事实也为全球海洋治理构建了

具有约束力和权威性的法制保障，界定了各行

为体的义务和责任。
（２）大国主导是国际海洋秩序发展至今恒

久的特征，同时也为全球海洋治理实践进程提

供了重要的动力来源。⑤ 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强

调，全球海洋治理应该“去国家中心化”。 但国际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编，曹荣湘、龙虎

等译：《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４ 年版，导言第 １３ 页。
［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国际

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４３３ 页。
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５， ｐ．２．
同①。
Ｍ． Ｓｃｏｔｔ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８， Ｎｏ． ２， ２００６， ｐｐ． ３２７ －
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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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秩序仍以主权国家为中心，仍由大国来主

导。 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必要条件，相对稳定的

国际海洋秩序事实上是大国提供的公共产品。
全球海洋治理的推进和实施有赖于海洋强国提

供资金、技术、人才和海上力量保障。 围绕生物

多样性保护、打击海盗、全球气候变暖等重大问

题，中国、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主要海洋大国

的参与是海洋治理实践必不可缺。 特别是在反

海盗、打击海上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重大海洋

治理问题上，中国、美国、欧盟等主要国家和组织

间的共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比如在中、美、法、
俄、英等主要大国的支持下，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联合

国安理会连续通过决议，有效推动了各国合作推

进索马里和几内亚湾海盗治理。
（３）国际海洋秩序中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为

海洋治理披上了“道义”外衣，也驱动着以逐利

为根本取向的主权国家自愿参与海洋治理实

践。 价值与规范是海洋秩序的重要内容。 海洋

秩序建立起一套各国普遍认可的价值和规范体

系，如航行自由、公平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

环境等。① 因此，全球海洋治理被视为一种国际

关系中的“政治正确”，也是海洋强国塑造软实

力的重要方面。 为争夺海洋领域的软实力优

势，大国在追逐海上权力优势的同时，也积极的

推动、领导构建全球治理体系。 此举一方面是

自身维护海上通道安全、促进资源永续开发的

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争夺海洋事务中的主

导地位和国际道义制高点，彰显在海洋治理中

的角色。 也正得益于此，作为主导力量的海洋

大国才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参与、领导全球海洋

治理进程，从而构建起全球海洋治理体系。
在诸多公约、协定的框架指导之下，主权国

家、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相互协调配

合，针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渔业资源保护、应
对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设立海洋治理专门项

目，积极推进全球海洋治理。 比如：北极监督和

评估计划（ＡＭＡＰ）、联合国环境署于 １９９５ 年推

出的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地活动影响全球行动

纲领（ＧＰＡ）；非政府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 ＩＵＣＮ） 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监测中心

（ＵＮＥＰ－ＷＣＭＣ）已经启动建设的保护星球之海

洋保护互动平台，为海洋治理提供了数据资源

整合和分析支撑。

二、南海海洋治理秩序面临的

问题与挑战

南海海洋治理是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既反映了不同时期国际海洋秩序的不同特

点，同时也依赖现有国际海洋秩序下的规则体

系、政治环境和海洋强国的推动。 从 １９ 世纪末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随着西方列强和帝国

主义国家在亚太地区争夺霸权，南海及周边地区

成为各大国争先控制的海上要道和战略据点。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海洋规则

对南海地区的海上事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专

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海洋制度的出台是南海有

关争议产生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为地区国家

开展包括海洋治理在内的海上务实合作提供了

国际法框架。 此外，区域内外国家围绕南海航

行自由等问题的话语权争夺亦日渐凸显。

２．１　 南海海洋治理与秩序构建

针对南海特殊的海洋治理问题和地缘政治环

境，地区相关国家也探索建立了南海海洋治理体

系，包括制度设计、项目实施及资源分配格局等。
首先，依托东盟主导的系列地区对话机制，

推动南海区域海洋治理对话磋商。 东盟自成立

以来，为打造其“中心”地位，推动建立了一系列

区域对话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峰会等。
由于自身发展高度依赖南海资源开发和航道安

全，东盟国家长期关注南海海洋治理问题，并利

用其主导的诸多区域对话平台，构建了一系列

旨在治理区域性海洋问题的协商对话机制。
１９９４ 年以来，东盟地区论坛持续关注海洋安全

问题，并在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发表了《关于反海盗和

其他安全威胁合作的声明》，鼓励论坛成员国通

过双边和多边的方式，加强信息共享、联合演

９２

① 参见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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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以促进地区反海盗合作。①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东盟又利用首脑会议和东亚峰会机制，建立

了海事论坛和海事论坛扩大会议，形成“１０＋６”
（东盟十国＋中、日、印度、韩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架构，为探讨南海地区海事安全建设、构建

地区海事行为规范与规则、海上人道救援、打击

海盗等海洋治理领域合作提供了平台。②

其次，通过区域间合作机制，构建多元化的

南海海洋治理网络。 为维持域外大国在南海地

区的力量平衡，确保自身的中心地位，同时也为

了弥补各成员海洋治理能力不足，东盟采取全方

位拉拢域外大国参与南海海洋治理的策略，并构

建了地区海洋治理的多元化机制网络。 在双边

层面，东盟国家与日本、美国等域外国家都建立

了海洋安全、海上人道搜救、环境保护等领域的

合作。 在多边层面，２００６ 年东盟与中国、日本、韩
国、印度等签订了《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

合作协定》（以下简称 ＲｅＣＡＡＰ），重点加强南海

地区海盗和武装劫掠的治理。 此外，２００２ 年中国

与东盟十国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也就打

击海盗和海上跨国犯罪、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
上联合搜救等地区海洋治理合作达成了共识。

最后，针对本地区海上安全主要挑战，设立

海洋治理专项。 南海及其周边海峡水道是重要

的航运通道，但同时也是全球海盗和武装劫掠案

件最为频繁的海域。 因此，东盟国家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开始竭力推进南海及其周边水道的海

盗治理。 从 １９９２ 年新、马、印尼三国达成《联合防

治海盗对策协议》，到 ２００６ 年签订 ＲｅＣＡＡＰ 和

２００８ 年成立反海盗特别行动小组，目前南海地区

已经建立了海盗和海上武装劫掠治理网络。 此

外，东盟国家通过了《反恐公约》（２００７ 年）、《东
盟反恐全面行动计划》（２００９ 年）及《东盟灾害管

理与紧急应对协议》、《制度化东盟、东盟共同体

和东盟人民对灾害和气候变化抗御力宣言》，成
立灾害管理委员会（２００３ 年）、人道主义救援协调

中心（２０１１ 年），以应对南海地区易发、频发的海

上恐怖主义和自然灾害。
总体而言，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东盟逐步

在南海海洋治理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主导地区海

洋治理的议程设置。 与此同时，为妥善处理域外

力量在南海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东盟也采取了

“大国平衡”的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受南海周边

国家技术、资金和海上实力不足的影响，东盟国

家虽力求主导地区海洋治理进程，但其实力已日

益无法满足地区海洋治理的现实需要。

２．２　 南海海洋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

南海海洋治理取得迅速的发展和一定的成

果。 但相较而言，南海海洋治理体系建设的深

度和广度都要落后于全球海洋治理的整体水

平，特别是海上联合搜救、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

的治理相对滞后。 具体问题可归纳如下。
（１）区域性海洋治理规则和机制供应不足。

域内国家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南海地区已经

建立了针对反海盗、海上搜救等地区性海洋问

题的“一轨”和“二轨”对话磋商机制，并制定了

相应的规则。 但相较于北冰洋、地中海、黑海等

全球其他海域的实践进展，南海地区海洋治理

规则和制度的供应仍明显不足，亦日益无法满

足本地区渐趋严峻的海洋治理需要。③ 特别是

针对南海渔业资源衰竭、生物多样性退化、海上

自然灾害等区域性海洋问题，缺乏充足、专门、
有效的政府间合作机制保障。④ 比如在渔业资

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南海海域渔业捕捞早

已过度，珊瑚礁系统破坏严重，但各国仍竞争开

发，尚未达成地区性的治理规则与治理计划。⑤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ＳＥＡＮ， ＡＲＦ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ｉ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ｔｏ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ＳＥＡＮ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Ｊｕｎ． １７， ２００３， ｈｔｔｐ： ／ ／
ａｓｅａｎ．ｏｒｇ ／ ａｒｆ－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ｐｉｒａｃ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ｔｈｒｅａｔｓ－ｔ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

Ｓｈａｆｉａｈ Ｆ． Ｍｕｈｉｂａｔ， “ＡＭＦ ａｎｄ ＥＡＭＦ： Ａ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Ｆｕ⁃
ｔｕｒｅ？” ＲＳＩ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Ｎｏ．１１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ｓｉｓ． ｅｄｕ． ｓ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ＣＯ１７１１１．ｐｄｆ．

有关北冰洋、地中海、黑海等地区的海洋治理，可参见：陈
菲：“欧盟海洋安全治理论析”，《欧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７９－９９ 页。

Ｄｏｎａｌｄ 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ｂ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
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 ２０１０， ｐｐ．２７６－２７９．

Ｕ． Ｒａｓｈｉｄ Ｓｕｍａｉｌ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 Ｌ． Ｃｈｅｕｎｇ， “ Ｂｏｏｍ ａｎｄ
Ｂｕｓｔ：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ｉｓ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Ｎｏｖ． ５， ２０１５，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ｃｅａｎｒｅｃｏｖ．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ｎｅｗｓ ／ ｂｏｏｍ－ｏｒ－ｂｕｓｔ－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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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区域海洋治理主导力量能力不足问题

突出。 冷战结束以来，东盟一直将维持其在区

域合作的中心地位（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视为其对外战略

的基本目标，并通过东盟—中、日、韩（１０＋３）、东
盟地区论坛 （ ＡＲＦ）、东亚峰会等机制加以维

持。① 在南海海洋治理领域，东盟凭借其构建的

地区系列对话机制，始终扮演“驾驶员”（ｄｒｉｖｅｒ）
的角色，不遗余力地掌控着议程设置、规则制定

和机制建设的主导权。 东盟的中心地位为区域

合作处理海洋问题提供了架构，但其自身能力的

不足同时也成为南海海洋治理的突出问题。 一

方面，受东盟多数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科技研

发能力及海上力量发展相对滞后的限制，东盟国

家在地区海上搜救、生物多样性修复、打击海盗

等问题治理中领导能力不足问题日渐凸显。 另

一方面，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政治

制度、政治环境和自身利益考量等方面都存在明

显差异，因此很难通过协商一致的“东盟方式”进
行高效率的决策以推进地区南海治理合作。②

（３）地区海洋治理效率不高。 南海海洋治

理虽然在东盟主导架构下建立了机制和规则，
并在专项领域治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共识

落实滞后、区域合作水平不高等问题长期存在。
东盟国家虽然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开始致力于

海盗治理，已经建立了多个海盗和海上武装抢

劫治理机制，但治理效率低下问题依然突出。
特别是 ＲｅＣＡＡＰ 在 ２００６ 年建立后，是南海地区

最为重要的海盗治理机制，但其作用并不明显。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南海及周边地区每年发生海盗和

武装抢劫事件基本维持在 ７６ 起以上，２０１５ 年甚

至增加到 ２０３ 起，地区海盗和武装抢劫态势并

未得到有效抑制。③ 与此同时，２００２ 年签订的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规定中国与东盟相关各方

全面和永久解决争议之前，可探讨或开展海洋环

保、海洋科学研究、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搜寻与

救助、打击跨国犯罪（包括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
等五大领域的合作，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中国就按照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推动设立海洋科研和

环保、航行安全与搜救、打击海上跨国犯罪等三

个专门技术委员会，但各领域合作至今未得到有

效落实，仍然陷于“共识多、落实少”的困境。

２．３　 南海海洋治理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深入剖析上述南海海洋治理存在的问题，
不难发现其实质是有关各方间复杂的权力和利

益竞争的结果。 具体可从三方面论述。
（１）南海有关争议的干扰。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初南海有关争议产生至今，中国与菲律宾、越
南等声索国就南海治理合作达成了诸多共识。
但菲、越、马等声索国仍将海洋权益宣示置于首

位，在将南海渔业、油气和旅游资源开发和养护

以及海上搜救等作为扩大争议海域事实存在的

同时，极力防范和阻止中国扩大在南海中南部海

域环保、搜救、航道维护等公共产品的供给。 与此

同时，南海复杂多变的政治安全局势也不利于周边

国家积累政治互信以开展海洋治理区域合作。
（２）域外大国的掣肘。 南海是重要的海上

战略通道，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海。 作为地区

海洋秩序的重要组成，海洋治理是美、日等域外

大国抢夺地缘战略空间、保持对地区海洋秩序

变革影响的重要抓手。 美、日等域外大国依仗

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优势，以援助和直接参

与的方式，始终保持在南海治理进程中占有一

席之地，乃至于主导海盗打击等地区海洋治理

进程。 比如 ２００４ 年美国曾试图借反恐之机，提
出实施“区域海洋安全计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ＲＭＳＩ），扩大在南海和马六甲

海峡海域的军事存在，但遭到了印尼和马来西

亚的拒绝。④ 日本 １９９９ 年就开始谋划借《亚洲

１３

①

②

③

④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ＡＳ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ｆ⁃
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２， ２０１７， ｐｐ． ２７３－２７４．

Ｓｈａｕｎ Ｎａｒｉｎｅ， “ ＡＳ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Ｆ：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Ｗａｙ’”，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１０， １９９７， ｐｐ．９６２－９６３；
ＣａｒｏｌｉｎＬｉｓｓ， Ｏｃｅａｎｓ ｏｆ Ｃｒｉｍ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Ｐｉ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ｅｃ． ２０１３； Ｄｏｎａｌｄ 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ｂ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 ２０１０， ｐ．２７６．

ＲｅＣＡＡ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ｃａａｐ．ｏｒｇ．

Ｄｏｎａｌｄ 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ｂ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
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 ２０１０， ｐ．１８２．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６ 卷

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在掌控南海

及其周边地区的海盗治理进程的同时，有效扩

大其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在南海和印度洋

海域的军事存在。① 域外大国的介入导致了南

海海洋治理的地缘政治化，增加了区域内国家

合作建立区域海洋治理体系的难度；同时也对

中国在南海治理中发挥“领头羊”作用、扩大公

共产品供给形成了竞争和牵制，致使地区海洋

治理长期面临主导力量能力不足的困境。
（３）南海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诉求与海洋治

理间的矛盾。 发展与保护间的矛盾是全球治理

面临的普遍难题，海洋治理亦不例外。 长期以

来，南海沿岸国家在海洋捕捞业、油气、旅游等

资源开发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并已形成

短期内无法摆脱的依赖。 据越南官方统计数

据，以渔业、油气、旅游为主的海洋和向海产业

占越南国民生产总值的 ４７％～４８％。② 海洋捕捞

业和海洋油气产业也是菲律宾、马来西亚、印
尼、泰国等南海周边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面对过度、无序的开发，南海海洋资源衰竭和生

态环境退化问题日渐突出，特别是南海近海渔

场过度捕捞、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尤为严重，开展

区域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迫在眉睫。③ 但面对巨

大的经济利益，南海周边国家显然缺少开展海

洋治理的意愿。

三、谋求建立基于规则的南海

海洋治理体系

当前，南海地区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急剧

变化，权力优势向中国转移的态势持续发展。
在此背景下，如何抓住当前地区秩序快速演变

的机遇期，解决地区现有海洋治理格局中的“沉
疴”，建立基于规则的、新的南海治理体系，是区

域各国共同面临的紧迫课题。

３．１　 南海海洋秩序进入加速变革期

冷战结束之后，包括南海在内的东亚地区

政治和安全架构大致可分为两种，即美国主导、
日本为重要参与方的联盟体系，和由东盟主导

的多边合作安全体系。 海上权力分布和规则制

定是地区秩序的重要内容，也是两种主导力量

相互角力的重要领域。 但随着冷战结束以来中

国、日本、印度等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南海

地区的秩序亦随之开始调整和演变。 特别是

２０１０ 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及海

上力量的不断提升加速推动了南海地区海洋秩

序重构。 具体体现在三方面。
（１）南海地区力量对比持续朝有利于中国

的方向发展，制海权优势转移加速。
自 ２０１０ 年超越日本，中国经济总量已连

续七年稳居世界第二；且涉海技术创新突飞猛

进，在航母制造、岛礁陆域吹填等科技项目上

取得重大突破。 依靠强大的经济发展、科技创

新和行政管理能力，中国成功扭转在南海地区

的力量分布格局，日益形成权力优势地位。 特

别是南海岛礁建设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南海地

区公共产品供给和海上形势管控的“硬实力”。
伴随着在南海岛礁建设更多必要的公共设施

和部署相关防御设备，中国在本地区的公共产

品供给和引导海上形势继续向好发展的“硬实

力”基础将继续扩大。 此外，海军力量的快速

发展，比如航母制造、先进战机研发等，亦大大

提升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力量优势。 因此，总
体来说，目前南海地区的力量对比正持续朝着

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南海制海权优势亦加

速向中国转移。
（２）中国与东盟国家已着手构建新的地区

海上规则、规范与机制，并日益掌握地区规制建

设主导权。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东盟虽然一再维护

自身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也试图主导建

２３

①

②

③

Ｄｏｎａｌｄ 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ｂ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
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 ２０１０， ｐ．１８２．

“２０１７ 年越南海洋岛屿周：‘绿色海洋经济’ 管理与发

展”，人民报网，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５ 日，ｈｔｔｐ： ／ ／ ｃｎ．ｎｈａｎｄａｎ．ｃｏｍ．ｖｎ ／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 ｉｔｅｍ ／ ５１８３１０１－２０１７ 年越南海洋岛屿周：“绿色海洋经济”管
理与发展．ｈｔｍｌ。

卢伙胜：“南海渔业资源开发现状及深海新发现”，中国水

产学会渔业资源与环境分会主编：《中国水产学会渔业资源与环境

分会 ２０１３ 年学术交流会会议论文（摘要）集》，２０１３ 年，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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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地区海上行为的规范、规则和机制。 比如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东盟外长会议首次公开提出应制

定南海地区国际行为准则，并在 ２００２ 年签订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但该宣言只是一个政治

性文件，东盟有关国家也缺乏认真遵守的政治

意愿。 在此背景下，南海地区的海洋规制建设

主导权主要受美国等域外大国操控。 特别是美

国、日本等域外大国借助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在内的国际法规则，通过在南海开展航行自

由行动、主张应通过国际法途径解决有关争议、
指责中国破坏南海生态环境等方式，试图维持

其南海地区规制的主导权。
为有效应对南海日益错综复杂的海洋权益

主张冲突和地缘政治竞争，中国与东盟国家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着手构建新的地区规则体系，并开

始夺回地区规制建设主导权。 在多边层面，中
国成功引导东盟国家启动“南海行为准则” （以
下简称“准则”）磋商（２０１３ 年）、达成“准则”框
架（２０１７ 年）、开始“准则”案文磋商（２０１８ 年），
并在 ２０１６ 年与东盟国家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规

则》适用南海的共识，为规范地区有关国家海上

行为、有效管控海上危机、促进彼此政治互信建

立一套完整的规则、规范和机制。① 在双边层

面，２０１６ 年以来，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

等东盟国家建立了海警部门间的海上执法合作

机制，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开启中菲南海问题政府

间双边磋商机制，为管控海上分歧、促进争议解

决创造了机制性动力。
（３）南海海洋事务的议程设置主导权渐向

中国与东盟国家转移。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

等域外国家操控着地区海洋事务的议程设置，
炒作南海航行自由“威胁”、南海岛礁建设“军
事化”、通过国际法途径解决有关争议等议题，
并试图主导海盗打击等南海治理议程。 近年

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强南海海上务实合作探

讨，着手推动南海渔业养殖和养护、海上联合

搜救、反海盗等领域的合作。 譬如中菲建立了

渔业合作委员会（２００５ 年建立，２０１７ 年恢复）
探讨两国海洋渔业产业合作；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中
国与东盟 ７ 国举行首次海上搜救联合演练；同

时，中国与越、菲、马、印尼等国建立了旨在加

强海上联合执法的海警部门间合作机制。 此

外，中国与菲律宾等东盟国家也积极探讨南海

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共同开发合作等议题。
通过一系列多边和双边的海上合作探讨和项

目实施，中国与东盟国家对南海局势管控、海
洋治理、资源开发等议题的话语主导权日渐

提升，既很好地展现了中国致力于以和平方

式解决海上争议、维护地区稳定的负责任大

国形象，同时也是对美、日等国打着国际法的

幌子，炒作中国“不遵守”国际法规则的有力

回击。

３．２　 建立基于规则的南海海洋治理体系

南海是沿岸国家对外贸易和能源进口的

“生命线”，也是沿岸国家发展海洋产业的资源

宝库。 也正因如此，对南海生物和非生物的开

发早已越过“红色警戒线”，以有效的区域合作

和技术创新，平衡发展与保护，推进南海海洋

治理已迫在眉睫。 作为南海沿岸国，中国与东

盟国家应该抓住当前南海海洋秩序调整的机

遇，通过完善规则与规范、建立区域海洋治理

合作机制网络，建立起基于规则的南海海洋治

理体系。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与东盟国家一

道牢牢抓住主导权，并发挥与自身国力相匹配

的作用。
（１）中国需要在南海海洋治理中扮演领导

的角色，承担更多的责任。
从过往的实践经验看，不论是东盟能力不

足与试图主导地区海洋治理进程间的矛盾，还
是美、日等域外国家的干扰，都无益于南海地

区海洋问题的解决，并给地区海洋治理体系的

建立制造了障碍。 中国作为南海有关争议当

事方和地区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在资

金保障、技术创新服务、海上行动能力等方面

都存在压倒性的优势，完全具备领导地区海洋

３３

①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ｈｉｎａ－ＡＳＥＡＮ Ｓｕｍｍｉ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Ｕｎｐｌａｎｎｅｄ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ａｔ Ｓ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Ｓｅｐｔ． ７，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ａｓｅａｎ．ｏｒｇ ／ 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ｄｅ－ｆｏｒ－ｕｎｐｌａｎｎｅｄ－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ａｔ－ｓｅａ－
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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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能力，理应成为南海海洋治理的领导者

或“领头羊”。 鉴此，在未来的南海海洋治理体

系构建中，中国应以推进“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倡议实施为框架，引导“南海行为准则”磋

商进程，利用南海岛礁建设和执法力量基础，
扩大公共服务和产品供给，在地区海上规则制

定、海洋争端解决、区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

气候变化、航道安全维护（包括：助航设施建

设、航行规则制定及引导反海盗、海上人道搜

救、海上防灾减灾等区域合作）、地区安全合作

机制建设等议程中发挥引领作用，从而推进构

建起一国领导、地区各国平等参与的南海海洋

治理格局。
（２）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案文磋商，

推动构建南海海洋秩序，建立地区海洋治理规

则体系。
建立各方普遍认可并自觉遵守的规则与

规范，是海洋治理的重要前提，也是构建南海

治理体系的基础。 当前规则供应不足显然已

经成为牵制南海海洋治理取得进一步成果的

主因。 ２００２ 年中国与东盟 １０ 国签订的《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虽然只是政治文件，且部分国

家认为缺少约束力，但该宣言至少明确了相关

方应开展海洋环保、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

等领域的合作，为海洋治理提供了制度基础。
“南海行为准则”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进

一步发展和深化，将为南海海洋治理供应更为

务实、更具可操作性的规则体系。 自 ２０１３ 年

启动至今，“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取得初步成果

和“早期收获”，已进入案文磋商阶段。 ２０１８
年是“准则”案文磋商开局之年，中国与东盟国

家应排除外部负面因素干扰，一方面将海洋治

理共识、责任和义务作为重要内容纳入 “准

则”，并明确相应的对话磋商、落实举措和监督

评价机制；另一方面，进一步商定“准则”文本

制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针对适用地理范围、
性质、监督和执行机制、争端解决机制、是否具

有法律约束力等核心问题，排好先后顺序、制
定操作性强的谈判方案，以期尽快达成 “准

则”，打造共同认可的地区规则。 在此过程中，

中国要注意掌控磋商主导权，既要统筹好“准

则”与现有东盟主导的系列海洋治理规则间的

关系，又要妥善处理“准则”与《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等全球海洋治理规则的区别与联系，要
根据南海地区实际情况，比如：存在领土主权

和海域划界争议、周边部分国家高度依赖南海

油气开发、沿岸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均等，制
定既能平衡各方利益、又能有效排除域外国家

干扰的南海海洋治理规则。
（３）探索建立南海海洋治理机制网络，形成

符合本地区的海洋治理创新模式。
一是建立推进海洋治理的磋商机制，比如可

借鉴北极治理模式，探索成立南海海洋治理理事

会或委员会的可能性。 二是可借鉴地中海、北海

等全球其他海域的治理经验，通过签署公约、协
定，设立反海盗、海洋生物多样保护等专项治理

计划，开展针对珊瑚礁、砗磲贝、海龟等南海濒危

物种的保护计划。 三是建立海洋治理补偿机制，
即充分考虑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南海周

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国家对海洋资源开发

的高度依赖性，在开展南海资源保护、人道搜救

等海洋治理过程中，给予相应的资金和技术补

偿。 譬如中国可加大向菲律宾等国提供鱼苗、养
殖技术培训、资金和管理等方面的援助；再比如，
可在打击海上跨国犯罪合作中，予以舰船和武器

装备的支持。 四是推动构建“泛南海经济合作

圈”，深化区域资源整合和经济合作水平，带动南

海周边相对落后国家加速发展，从根本上解决

“发展与治理间的矛盾”。 中国可充分利用与东

盟国家已经形成的牢固的经济合作基础和双多

边对话合作机制网络，发挥南海的地缘纽带优

势以及中国在地区事务中不断扩大的影响力，
构建“泛南海经济合作圈”，为南海沿岸相关国

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创造机会。 可通

过构建“泛南海经济合作圈”，加强与越南、菲律

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南海争议当事国和印尼、
新加坡等主要沿岸国，在旅游、渔业、互联互通、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科研、海上搜救等领域

的合作，建立开放、包容、公平的区域经济合作

规则和秩序，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带动泰、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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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等国加速发展；同时也为探寻破解地区难题，
和平解决和妥善管控南海海上分歧与争端，实
现南海长治久安探索新的可行路径，为消除南

海海洋治理中的海上争端的不利因素创造成功

的国家实践。
（４）以共建“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为

框架，建立地区海洋治理体系。
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是对国际合作以

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为地区和全球

性海洋问题的应对和解决建立合作框架。 海上

安全、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

作等海洋治理议题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

容，也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海洋伙伴关系的

主要领域之一。① 特别是开展海上安全威胁治

理，维护海上通道安全，是保障海上互联互通的

重要保障。 自 ２０１３ 年共建“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倡议提出以来，南海周边有关国家的态度和

立场已从初期的猜疑和观望日趋转向积极响应

和参与，合作意愿也不断增强。② 中国与南海周

边国家应抓住“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

历史机遇，在倡议的框架下，用好“一带一路”倡
议的相关资本和政策红利，通过具体项目实施，
如渔业资源养护、生物多样性修复、航道安全维

护等，构建新型南海海洋治理体系。 在具体操

作层面，可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框架之下，重
点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上搜救、航道维护等

领域为切入点，通过技术、资本、人员等方面的

流动、合作，致力于打造南海地区海洋环保产业

链，如可再生能源开发、海洋生态修复、海洋环

保科研等。 同时，还可加强南海地区海上安全

威胁治理合作机制，通过联合执法、信息共享，
促进海盗和武装抢劫治理；推进开展海上联合

搜救演练、建立海上搜救合作机制，合力维护南

海航道安全。

四、结　 语

海洋治理既是海洋秩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同时也是秩序本身的重要内容，反映了海

洋权力分布、规则和机制安排、话语结构。 伴随

着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向东亚转移，中国在

国际海洋秩序中的角色日趋重要，渐趋成为南

海权力优势、规则制定掌控力、话语建构能力的

主导者。 但素有“亚洲的地中海”之称的南海历

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且随着中国、印度等亚太地

区新兴力量的集体性崛起，其在全球地缘政治

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提升。③ 美国、日本、中国、印
度等守成海洋霸主、传统海洋强国和新兴海洋

力量在南海的地缘政治博弈和地区海洋秩序主

导权的竞争将愈演愈烈。 在新旧海洋秩序转换

的过渡期，中国应主动承担起推动和引领构建

南海海洋秩序的责任和义务，加强与东盟国家

的沟通与协商，通过构建更为合理且各方普遍

认可的海洋规则、规范，完善海上合作机制，从
而最终建立全面覆盖、各方受益、可持续的南海

海洋治理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南海形势趋缓、向好

的基本面保持稳定，沿岸国家的关注重点正由

地区争议、地缘博弈转向探讨推动包括海洋治

理在内的务实领域的双边与多边合作。 但也不

可否认，影响地区局势再度升温的一些变量并

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消除。 因此，建立基于规则

的、制度化的南海综合秩序，为南海海洋治理构

建各方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合作机制符合各

方利益诉求。 中国与东盟国家可以通过推进

“准则”磋商与构建泛南海经济合作圈“双管齐

下”，塑造地区规则制定与合作机制建设“双轮

驱动”的良好格局，从而为南海海洋治理创造条

５３

①

②

③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Ｃａｎ Ｐｌａｙ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ｌｅｄ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 Ｃｈｕｎ 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 Ｔｉｍｅｓ， Ｊａｎ． ２４， ２０１８； “Ｖｉｅｔ⁃
ｎａｍ Ｈｉｇｈｌｙ Ｖａｌｕ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ｅｐ． １３， ２０１７；“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Ｓａｙｓ ｉｔ Ｓｔａｎｄｓ ｔｏ Ｒｅａｐ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Ｏｃｔ． ２７，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Ｐｌａｎ ｔｏ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ＰＨ， ＡＳＥＡ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ｌａ Ｔｉｍｅｓ， Ｎｏｖ． ２１，
２０１７．

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Ｊｏｈｎ Ｓｐｙｋｍａｎ）将包括南海在内的隔离亚洲和大洋洲的中间海称

为“亚洲地中海”。 参见：［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俞海杰译：
《和平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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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２０１８ 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１５ 周年，双边关系即将迎来提质升级的重要机

遇。 有关各方应该利用好当前来之不易的互信

基础和政治环境，抓住共建“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分步骤推进建章立制，
制定“准则”、构建“泛南海经济合作圈”，以具

有一定合作基础与潜力的产业和项目为切入

点，引导海洋治理与地区海洋产业和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相结合，以更好地推进沿岸国在海洋

治理领域的合作。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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